       论境界形而上学

                         ——由儒释道谈起

宁新昌  

[摘 要]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儒释道本质上属于境界形而上学，故它不同于西方哲学的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实体形而上学。境界形而上学是基于对“仁”、“道”、“空”等存在的觉悟，而西方哲学中的实体形而上学则是立足于对“是”的分析。所以，在儒释道中存在论和境界观是统一的。在儒学中，虽说宋明时期的程朱理学有本质主义倾向，但它仍认为“性”和“理”是相互内在的，所谓“性即理也”，宇宙本体的“理”存在于人的“性”中，并能通过人的境界体现出来。陆王心学的“宇宙便是吾心”（陆九渊）是典型的存在论和境界观的统一。在道家那里，“道”是存在，也是境界。在佛教那里“空”也有存在和境界两重含义。由此可见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本质上，属于境界形而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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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为了能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笔者还是先分析地说，即先说明什么是境界和形而上学，然后再去综合地、比较地理解境界形而上学。

就境界而言，可分为物境和心境。《诗·大雅·江汉》有“于疆于理”。郑玄笺说：“召公于有叛戾之国，则往正其境界，修其分理”。这里的“境界”即疆界之意，它属物境之范畴。一般言之，物境指的是客观事物存在的时空范围。而心境则是在主观意义上论的，佛教《无量寿经》讲：“比丘白佛：‘斯义宏深，非我境界’。”这里的“境界”指的是成佛所达到的修养境地。也指人的精神修养及思想觉悟水平。我们所要讨论的境界乃是第二种意义上的。

形而上学这个术语来自于西方。古希腊时期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过世之后，逍遥派学者安德罗尼柯在编订他的著作时，将亚氏在不同时期研究哲学对象、世界本原等基本哲学论著汇编在其《物理学》著作后面，故取名为《物理学后诸篇》。形而上学在希腊文中本是《物理学后诸篇》的意思，后来拉丁文编者去掉了其中的冠词就成了Metaphysica，这个词以后一直被西方各国的译文所沿用。如今天英文中的Metaphysics就是从这里来的。另外，基督教哲学家克来孟·亚历山大里诺（Titus  Flavius  Clement,约153—217年，也有翻译为克莱门特）则赋予了Metaphysica以“超越物理学”意义，意指研究超出自然现象之域的本体和存在意义的学说。当然这一赋予是有根据的，因为在语词上“meta”不仅是“在……之后”的意思，而且有“超越”的意义。所以形而上学一词有一个从书名到专门的哲学术语演变的过程。而中文对它的理解和翻译当然是在学术意义上的。严复把它翻译为形而上学乃是根据中国哲学中对应的思想进行的。
那么，什么是境界形而上学。本文所说的境界形而上学是在和西方哲学中的实体形而上学的比较中确定的。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有一门学术，它研究‘实是之所以为实是’，以及‘实是由于本性所应有的秉赋’。”①这门学术就是形而上学，“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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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Being）亦可翻译成“有”、“存在”、“是”，它源自系词“是”（to be），是to be的动名词形式。形而上学这门学说就是专门研究“是”（Being）的，研究“是之所以为是”的。实际上，“是之所以为是”是对“是”的彻底追问，是对“本体”的探究。

对“是”的追问，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表现为对逻辑命题如S是P的分析。这所谓“一事物被称为‘是’，含义甚多，但所有‘正是’就关涉到一个中心点，一个确定的事物，这所谓‘是’全不模糊”。①在汉语里，这里的“是”似乎可以理解为代词“这”，汉语中的“是” 就有 “这”的意思，语义上也似乎是通顺的。原因在于“是”虽然不是名词，属于代词，但代词可以代替名词。然而，却又不能这样理解，或者说不能限于这样理解。而首先应从逻辑命题中的系词去理解，因为从逻辑命题理解才能说明“一事物被称为‘是’，含义甚多”。而在所有的“正是”中，都关涉到一个中心点，即一个被确定的事物。而这个中心点，或确定的事物就是“本体”，如“一切属于健康的事物，关涉到健康，其一说是保持健康，又一说是产生健康，又一说是健康的征象，又一是具有健康的潜能。”②事实上，这些述说都可以转换为逻辑命题，即健康是如何保持的，健康是怎样产生的，健康是有什么征象的，健康是具有哪些潜能的。它们皆可以用S是P1、S是P2、S是P3、 S是P4来表示，但S首先是自身。所以，这些“是”都关涉到S，这个S就是“中心点”、“一个确定的事物”。这也就是他所说的“尽管‘是’有多种含义，但‘其所是’是首要的‘什么’，因为它指这个事物的实体。”③由于对“是”的分析，最后确定到S上，这就是所谓的本体（Substance 或 essence），  Substance成为亚里士多德哲学研究的实体。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学说成为他哲学的基本理论。

    在西方哲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巴门尼德提出了关于“存在”的理论，基本的观点是思想和存在是同一的。表达的是“思想内容与思想对象的同一性：思想内容（即‘能够被说和被想的’）需要由‘是’来表述，思想对象（即‘能够存在的’）同样需要由‘是’来指示，巴门尼德以‘是’具有表达思想和指示存在双重功能为理由，进而把‘是’的两种功能归结为同一意义，同一对象，得出了上述结论。”④然而这一“存在”理论在以后的发展中，由于是确立在对“是”的逻辑分析的基础上，因而最终落脚到本体（实体）也是必然的，如在巴门尼德之后，出现了苏格拉底的“一般说”，柏拉图的“理念说”以及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说”，这一哲学史上的现象被二十世纪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斥之为对“存在”的遮蔽。

中国传统的形而上学则不然，它的形成不是建立在对思维中逻辑命题分析的基础上，也不是开始于对语言的分析，而是形成于人的觉悟。所以，它的方法毋宁说是非逻辑的、非语言的。当然这里的非逻辑、非语言讲的并不是要绝弃逻辑和语言，而是不作逻辑和语言的分析。这种方法本质上是实践的和了悟的。张岱年先生在谈到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时认为其中之一就是“重了悟而不重论证”。⑤所“了悟”的当然是形而上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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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获得凸显的是人的自由，如孔子所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这里的“闻”，不是听见，而是觉悟，是对形而上的“道”的觉悟，而且这种“道”并没有远离人而存在，而是和人的存在密切相关，这就是境界形而上学。境界的形而上学就是对形上“道”的觉悟，“学”的本意就是“觉悟”，觉悟本身含有境界的意味。

所以，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境界形而上学不同于西方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实体形而上学。实体形态的形而上学由亚里士多德所讲的对“是”的分析而建立，其“学”的学科、学问（-logy）意义比较明显，①如16世纪末17世纪初德国经院学者郭克兰纽（Rudolphus Goclenius,1547--1628）第一次使用存在论（ontology）一词，并把它解释为“形而上学”的同义语，指的是研究存在本身（being as such）的理论。18世纪理性主义哲学家沃尔夫使用ontology这一词时，表示的是关于存在者（beings）的本质研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本体论。他们都突出了学科、学问的意义。而境界形态的形而上学的“学”则主要是在觉悟(consciousness)意义上讲的，中国哲学中儒释道都有这个特点。对于境界形而上学来说，主要探讨的是人思想境界的提升、精神生活的获得，以及存在意义的显现。

                                    二

儒家本质上属于境界形而上学，当然对此还需要论证。首先需要探讨的是儒家哲学中的基本范畴“天”、“天命”、“天道”、“诚”、乃至“理”等等是不是完全在独立自在实体意义上讲的？是不是在客观存在意义上讲的？它们和人的关系如何？如果说这些范畴完全是在独立自在实体意义上使用的，是在客观存在意义上讲的，它们和人没有内在关系，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确定它的实体形而上学性质。而如果说不是这样，那么就说明它的形而上学有其它意义。

在原始儒学，特别是在孔子那里，“天”的确有实体的意义，如当卫国大夫王孙贾问孔子，“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孔子说：“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 “天”似乎是独立存在的“神”。当孔子要拜见南子时，子路有些不高兴，孔子便发誓说：“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论语·雍也》）如果我做了坏事的话，“天”都是要讨厌的。孔子离曹去宋，与弟子们习礼于大树底下，宋国司马桓魋听说孔子在这里，于是想将其杀害，孔子及其弟子们知道这一消息后，弟子们有些担心，便要求孔子迅速离开，孔子却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史记·孔子世家》）《史记》记载：孔子去陈国而路过匡地，匡人误以为孔子是阳虎，准备将其拘留，弟子们都有些惧怕，孔子则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史记·孔子世家》）实际上，这些都说明原始儒学不可能摆脱原始宗教的影响。所以，在他们那里有一个“外在超越者”，这个“外在超越者”就是原始宗教中的“神”和“天”。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原始儒家哲学有实体形态形而上学的内容。但是在孔子那里，也有轻视“神”存在的一面，——————

①词缀-logy就是学问、学说、理论的意思，这一词缀（-logy）源自希腊文的–logia，而–logia（原型为logios）则是从logos（逻各斯）那里来的。在西方哲学中，逻各斯有逻辑、理性的意义。逻辑（logic）一词本源出自逻各斯（logos）。
如其所说：“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 “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一个“如”字、一个“远”字表明他对待“神”的态度。也表明他更多的是把人的精神寄托放到了“内在超越”上，这“内在超越者”就是“仁”。“仁”是既内在又超越的。所以他强调“为仁由己”，要求人们从自己开始，去觉悟“仁”的意义。虽然子贡曾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虽然孔子也没有论述“仁”和“性”的关系，但是从孔子对“仁”的论述中，我们能感受到在他的思想中的“性与天道”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他的哲学具有境界形而上学性质。

比起孔子，孟子哲学的境界形而上学就非常明显了。在孟子那里，“天”已经彻底地祛除了原始神学的内容。其境界的意义非常明显。如他所说的“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孟子·公孙丑上》)在他看来这就是“由仁义行”，(《孟子·离娄下》) “由仁义行”是建立在对“仁义”觉悟的基础上的。同样“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也可以说是“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孟子·万章上》)即人这样做是不由自主的。所以可以这样理解：“由仁义行”是道德上的无待命令，而“莫之为而为者”乃是一种“内心的必然”。如果说“仁义”是“性”，“莫之为而为者”是“天”的话，那么“性”和“天”就在“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中有机地统一起来。所以“尽心”不仅可以“知性”，而且可以“知天”。“性”和“天”是内在统一的。

宋明理学由于援佛道而入儒，所以它的境界形而上学比较明显。虽然说程朱理学有本质主义的倾向，有“支离”嫌疑，即他们把“理”客观化，客观化意味对象化，乃至实体化。但是他们的思想又和西方哲学不同，即他们认为“性即理也”。“理”并没有独立于“性”而存在，两者是相互内在的。所以，他们所说的本体总是和人的存在紧密相联。朱熹还讲：“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之于天也，既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朱子语类》卷第十七)对于这句话可以这样诠释：人和天是有机统一的，人的生存需要天的依靠，而天之本体总是由人的道德活动、人的精神境界而呈现出来。也就是说，人的道德活动、人的精神境界是呈现天之本体的最基本形式。

朱熹和吕祖谦曾讨论过“孔颜乐处”的问题，虽然二人都未作出正面回答，但是他们都否认了“乐道”，认为“乐道”是来得浅了。言外之意“乐道”是把“道”外在化了，而只有在实践中寻找，才能认识“道”是内在于己的，内在于己的“道”就是“德”，就是“性”。实际上“孔颜之乐”这个问题从周敦颐开始就提出，如程颢说：“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上)程颐亦讲：“昔受《易》于周子，使吾求仲尼、颜子之所乐。要哉此言！”(《二程粹言》卷一)程颐曾根据胡瑗的要求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题目叫做《颜子所好何学论》，探讨的是颜子的人生境界问题。程颐和弟子鲜于侁也认真讨论过“颜子之乐”的问题，鲜于侁说：颜子之乐是“乐道而已”。程颐说：“使颜子而乐道，不为颜子矣。”(《河南程氏外书》卷第七)只是程颐没有明确说出答案。冯友兰先生在他的《中国哲学简史》中接着探讨这一问题时才作出了明确的解答，颜子之乐乃是“自乐”。由此看来，虽然程朱理学承认“理”的客观性，但是它同时承认“性”和“理”的相互内在性。既然如此，人就可以通过如贺麟先生在评价程朱理学时所用的“透视式的直觉”而使其获得境界形而上的意义。
而心学的境界形而上学就不言自明了。《年谱》记载陆九渊十三岁时便悟出“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年谱》《象山全集》卷三十六)若要解释这句话，那就是宇宙是心的宇宙，心是宇宙的心。也就是“宇宙”和“心”是内在统一的，可见“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讲的是一种境界性的存在。所以这里的“心”不同于理性认知的心。在陆九渊看来，理性认知的心往往限隔宇宙，即他所说：“宇宙不曾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语录》《象山全集》卷三十五)理性认知的心由于把宇宙作为自己的认知对象，反而二分了自我和宇宙，从而限隔了自己。宇宙的心（境界的心）无内外，无将迎，充塞宇宙。人往往因精神在外，至死劳攘，而使己和宇宙分立，使学问支离，因而也堵塞了对心的自觉，阻滞了宇宙心（境界心）的呈现。只有经由“切己自反”，“先立乎其大”的功夫进路，方可除去人与宇宙的限隔，达到“心”的澄明。“心”的澄明就是“在”的澄明。

王阳明的哲学虽然说比起陆九渊的哲学，有点拖泥带水，但是他的基本思想仍是“心即理也”，“性即理也”。有一段话能很好地说明他哲学的性质，即“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盖天地万物原是一体，其发窃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风雨露霜，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木石，与人原只是一体”。(《传习录》下)在这“一体”之中，“良知”乃是其本然性的存在。这一思想与佛教的“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有相通之处。即世界上的事事物物皆是“良知”或“佛性”的呈现，也因“良知”、“佛性”而获得自在的性质。不同的是，王阳明在重视“人心一点灵明”的同时，更加重视“致良知”的意义，重视道德实践的意义。这是因为“心之无穷尽，原是一个渊，只为私欲窒塞，则渊之本体失了。如今念念致良知，将此障碍窒塞一齐去尽，则本体已复，便是天渊了。”(《传习录》下)所以，在“念念致良知”的工夫中，“心”之“天渊”走向无蔽，“心”之“良知”步入澄明。
                                   三

牟宗三先生把道家哲学规定为境界形而上学，笔者同意牟先生这个提法，但是对于其具体观点则不完全赞同。即他认为老子的“道”完全是在主观意义上的，而不具有客观的意义。在他看来，老子哲学并没有探讨“道”是什么的问题，所以不存在存有论的问题。我们认为，在老子哲学中有存有论，即存在论的问题，老子哲学中的存在论和境界观是统一的。不仅有对存在的述说，而且有境界的意义。

老子探讨了“道”是什么的问题，他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老子·第二十一章》)“道”是不能用理性去把握的。还有：“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老子·第二十五章》)“道”是独立存在的。可以看出，老子的确探讨了“道”是什么的问题，只是由于“道”的绝对存在性，所以不能去界定它。相反，如果能界定的话，他就不是“道”了。所谓“道可道，非常道。”(《老子·第一章》)即“道”可以言说、可以界定的话，那就不是本然意义上的“道”了。所以，由此看来，“道”不是实体，而是存在。蒙培元先生持这一观点。

“道”的存在是不可否认的，只是它不是一个感性的存在。所以，“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博之不得名曰微。”(《老子·第十四章》)而是一个客观存在，同时也是一个境界性的存在。所谓感性的存在就是用感性去把握，而所谓境界性的存在就是需要用境界去理解，需要用实践去证实。根据老子的思想，人们可以通过“静观”、“玄览”去认识“道”的存在，从而走入境界的形而上。所谓“静观”，就是“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老子·第十六章》)就是使人的精神处在虚静的状态，去认识世界的本然性存在。这个本然性存在就是“道”。“道”就是存在本身，“本然”一词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范畴，然者，在也。“本然”的意思就是存在本身。所谓“玄览”，乃是一种内心直觉方法。《老子·第十章》有“涤除玄览”，这不过是一个形象的比喻。不论是“静观”，还是“玄览”，都有体知、领悟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老子哲学界定为境界形而上学。

也可能正是由于这一原因，现代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非常情钟于老子的《道德经》。他在晚年不顾汉语难学的困难，与台湾学者萧师毅共同研习《道德经》，其中主要的原因是由海德格尔本人哲学思想决定的，海氏哲学属于境界形而上学之列。熊伟先生对这一情况的解释是：“何以故？因为‘人’也。将来阶级消灭，‘通人’常在”。①“通人”指的是一般人。到了共产主义实现以后，阶级虽然消灭了，但人依然存在，人之境界的形而上追求也不能缺少。

对于“道”和人的关系，在老子哲学那里，应该从“域中有四大”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上去理解，人和地、天、道均为“域中四大”，看来人的地位也不低，但是人也不要狂妄，因为“道”毕竟是存在和价值之源，在人和“道”的关系上，人最终应该法的是“道”之“自然”。因为这“道”的“自然”之境是超伦理、超世俗的，故也可以说是本真性的存在。而现实的情况是“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老子·第十八章》) “仁义”成了“道”的异化，“智慧”乃是“伪”的表现。所以根据道家的逻辑，需要“绝圣弃智”，“绝仁弃义”。(《老子·第十九章》)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复归“道”的“自然”之境。

所以，在庄子哲学中，虽说“道”仍然是本然性的存在，但是它也是宇宙的价值之源。它的形上境界的意义更加突出，这主要表现在庄子描述的“真人”上，“真人”体现的是“道”的境界。“真人”的基本特征是“不知说（悦）生，不知恶死。”(《庄子·大宗师》) “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庄子·德充符》)他能忘掉人世间的苦乐、得失、毁誉。他能顺其自然，“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庄子·人世间》)“命”在庄子那里就是“自然”的意思。他的最大特点就是“无己”，忘掉自己，同一于“道”。所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
道家哲学对魏晋玄学影响很大。魏晋玄学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名教”和“自然”的关系问题，魏晋玄学的基本哲学性质可以说是“自然本体论”，或“自然存在论”。当然也要对他们的“自然”作出说明，根据他们的思想，其“自然”范畴则不是自然界意义上的自然，而是自在、自是和自由的境界。然者，在也；然者，是也。自然就是自在、就是自是，也就是自由。王弼提出“名教本于自然”；郭象认为“名教”就是“自然”；而嵇康则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总之，“自然”是魏晋玄学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所反对的是异化了的纲常名教，所追求的是人生的自在和自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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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哲学的追求仍在“内在超越”上，所谓“内在超越”就是超越者是内在于人的。严格说来。佛教哲学是不崇拜偶像的，佛的本意是觉悟、觉者、智者的意思。虽然对于佛教徒来说，“佛”是信仰的对象，是对象化了的实体，如寺庙中对佛祖及菩萨偶像的顶礼膜拜。但是在佛教理论上，佛则是一种理想，一种追求，一种人生境界。这种境界离不开“觉悟”，即离不“悟”。离开了“悟”，“佛”也就不存在了。因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佛”就是“悟”，这一思想在彻底中国化的佛教——禅宗那里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

佛教的基本观点是：“诸法无我，诸行无常，涅槃寂静。”依我们的理解：这里讲的不仅是存在，而且说的是境界。“诸法无我，诸行无常”描述的是存在，而“涅槃寂静”说的就是境界，这只是相对地说。实际上“诸法无我，诸行无常，涅槃寂静”既是存在，又是境界。存在和境界是统一的。对中国文化影响大的是佛教的大乘理论。对于佛教大乘理论唐僧义净在《南海寄归传》概括说：“所云大乘，不过二种：一则是中观，二乃是瑜加。中观则有真空，体虚如幻；瑜加则外无内有，事皆唯识。”两者的任务无非是要说明世界的“空”和对于人来说如何去走向“空”境界。

佛教自两汉传入中国，魏晋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至隋唐完成中国化的进程。而在中国影响较大的乃是大乘的中观学派。大多数中国佛教派别都秉承了它的理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僧肇的“般若学”和竺道生的“涅槃学”秉承的都是中观理论。僧肇的存在论就是他的“不真空论”。他说：“《中观》云：‘物从因缘故不有；缘起故不无。’寻理，即其然矣。所以然者，夫有若真有，有自常有，岂待缘而后有哉？譬彼真无，无自常无，岂待缘而后无也？”(僧肇《不真空论》)所以，“欲言其有，有非真生，欲言其无，事象既形。象形，不即无；非真，非实有。然则，不真空义，显于兹矣。”(同上)这无非是要说明“空”的意义。为了人们能形象的理解，他作了这样比喻：“譬如幻化人，非无幻化人，幻化人非真人也。”(同上)实际上，这是他的存在论，同时也是他的境界观。存在是这样的，人们的思想境界也应该是这样的。但是要达到这样的思想境界，还需要有佛教所讲的般若智慧。对于般若智慧？他解释说：“夫所知，则有所不知。以圣心无知，故无所不知，不知之知，乃曰一切知。故经曰：圣心无所知，无所不知，信矣。”(僧肇《般若无知论》)这里说的“无所不知”就是般若之知，亦即般若智慧。它区别于一般世俗之知。世俗之知被称为“惑智”。“惑智”就是一般的知识，是对具体东西的认识，如夏天是热的，冬天是冷的，花是红的，叶子是绿的等等。而般若之知乃是“圣智”，它所认识到的是“空”的意义。在世俗看来，它是“有所不知”，但在佛教意义上它却是“无所不知”。因为它知道存在的意义，知道活着的意义，存在本身的意义成了无意义的意义。

竺道生“涅槃学”则是这样解释“空”的：“空似有空相也，然空若有空，则成有矣，非所以空也，故言无相耳。”(《注维摩诘经》 《大正藏》卷三八)在竺道生看来，对于“空”也不能去执着，如果是执着于“空”，那也就是“有相”了，要求人们处于无所执的状态。在如何成佛方面，竺道生提倡“顿悟成佛”，也提出“一阐提人皆得成佛”的思想。在他的理论中，也体现了佛教的基本主张，即不承认人格神的存在。竺道生说：“所以佛者竟无人佛（人格神的佛）也。若有人佛者，应从四大（地、水、风、火）起而有也。夫从四大起而有，是生死人也，佛不然矣。于应是有，佛常无也。”(《法华疏》)佛教不存在人格神的问题，佛也并不是一个实体性的存在，所以他超越生死。但却是一个绝对性的存在，它存在于人们的心中，存在于人们的境界中。

竺道生的理论对禅宗影响较大。禅宗理论的最大特点是直截了当，干净利落，一点都不拖泥带水。禅宗的基本主张是“本性是佛性，离性无别佛”。(《坛经》)即人性就是佛性，佛性不是别的，就是自己的人性。所以“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同上)成佛的功夫在于对自己本性的追问，而不在于向自身以外的事物用力。它的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重视“顿悟”的意义。所谓“顿悟”就是“一刹那间”的“觉悟”，即“一刹那间，妄念俱灭。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地”。(同上)禅宗在此使用“佛地”的概念，突出了佛教所追求的境界意义。由于他宣扬的是“以无念为宗”，所以，他说“悟无念法者，见诸佛境界，悟无念法者，至佛地位”。(同上)
由于禅宗要突出的是佛的境界，所以他就必须强调觉悟（“悟”）在达到这一境界中的作用：“自性若悟，众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众生”。“前念迷即众生，后念悟即佛。前念着境即烦恼；后念离境即菩提”。(同上)看来佛和众生（或凡夫）的区别，烦恼和菩提的区别只在一念之间，这个念实际上指的就是人们的生活态度和思想境界。

实际上，禅宗哲学中有一个好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即相传惠能在广州法性寺听印宗法师讲《涅槃经》，时有风吹幡动，一和尚说是风动，另一和尚说是幡动，争论不休。惠能插进说，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而是你们的心动。(同上) 这一方面述说的是存在，另一方面在体现的是境界。是存在和境界的统一。

当然，大乘佛教的另一派则是瑜加派，在中国的代表就是玄奘所创立的唯识宗。它的基本主张是“万法唯识”，“唯识无境”。根本否认“境”的客观存在。认为“境”是“识”一种幻影。根据一般的理解，它是唯心主义。但这样理解还不够，因为在唯识宗那里，不仅有对世界的认识，而且还有一个“转识成智”的问题，只有使“识”转化为“智”，才能达到“涅槃”境界，走向境界的形而上。

由此看来，“空”在佛教那里，既是存在论，又是境界观。佛教的形而上学就是对存在“空”的觉悟，觉悟乃是学的意思。觉悟体现了人的生存境界。所以，它的哲学毫无疑问是境界形而上学。

                                  五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的结论是：第一，中国哲学中的儒释道本质上属于境界形而上学，它和西方哲学中的实体形而上学相异，它的基本特征就是在境界的意义上谈形而上学。离开人的境界去谈形而上学是没有意义的。第二，中国哲学是中国文化的精神，中国哲学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目前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境况下，儒之理想、道之追求、佛之境界仍不失为现代人之精神生活的一种选择。在当今，虽说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但是马克思主义并不拒斥其它思想文化的存在。在现代文明的社会里，应该是“道并行而不悖”。只要我们从实际出发，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符合时代要求的诠释，就可以使之参与现代人文精神的重建。

[作者简介]宁新昌，佛山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博士，广东 佛山，52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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